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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的反向社会流动与文化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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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回北上广”是与“逃离北上广”相伴而生的，其相关群体主要是“青年白领”，多为出身

劳工阶层的“70后”与“80后”大学生（“北上广”，指北京、上海、广州）。尽管农民工也常往

返于“北上广”，但他们仍处于社会流动的底层，其迁徙是平行流动，相对应的词语是“用工潮”

和“返工潮”。“逃回北上广”的代表群体是受过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相

对于父辈而言，他们已经是成功向上流动的一代。当下新闻媒体和学术界对于“逃回北上广”现象

的研究感性描述太多，理性分析较少，对其生存状态的描述过于悲观；对于原因的分析比较消极，

过于强调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强调他们是“被逃离”的，忽视了个体的能动性；另外，现有研究缺

乏个人关照，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下本土语境的分析。因此，针对上述不足，笔者在反思“逃

回北上广”现象的基础上进行了问题界定、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

一、理论关照：两个制度、两类教育和两种文化

许多经典的社会学理论，比如吉登斯的反向流动理论，威利斯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以及奥伯格

的文化冲突理论为此现象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一）反向流动：现代性后果与本体性焦虑

吉登斯指出，社会流动的研究大都以流动的客观尺度（流动的程度、方向等）为重点，对“主

观”感受研究较少，因此他特别研究了人们阶级地位改变时的主观感受。社会流动会产生不平衡

感、隔绝感和漂泊感。为此，他提出了“本体性安全”和“本体性焦虑”的概念。大多数人对其自

我认同之连续性及社会与物质环境的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对人或物的可靠性信心关涉到人的本体

性安全。如果基本信任感没有得以建立或内心矛盾没有得到抑制，后果便是本体性焦虑。现代性的

特征和后果有时会降低人的信任感，导致存在性焦虑。[1]。现代性即城市化，它对城市本身兼具创

造性与破坏性作用。一方面，城市化集中了人力、物资、服务与机遇，同时也分裂、削弱了地方传

统和现存网络的完整性。与集中化和经济增长并存的是边缘化所造成的危险后果，它使得发展中国

摘要：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复杂背景下，“逃回北上广”现象反映了劳工子女“向上-向下-再向

上”的社会流动问题，是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以犬儒式乐观主义的方式对文化冲突的积极适应。劳

工子女“逃回北上广”的主要原因是都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冲突与结合产生的“新型乡土文化”。

作为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他们经历了新型乡土文化的内部冲突（如新功利主义、新人情文化、信

任感降低等），经历了乡土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冲突（如实用主义与专业主义的冲突等），经历了中

国传统文化内部“安土重迁”与“背井离乡”的冲突，自尊感和自我成就感大为受挫。为了自我实

现的目的，他们以犬儒式的乐观主义通过各种方式在经济、文化阶层上实现再次的向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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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包括工业化国家大量城市居民处于边缘状态[2]。

“重返北上广”所反映的“大城市陷阱”与“小城市困境”便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北上

广”的过度城市化损害了边缘群体的本体性安全，使身居其中的这些边缘群体在焦虑中离开“北上

广”。而小城镇也同样如火如荼地经历着城市化进程，传统的农业生产体系被打破，原本熟悉的乡

村不在，身居其中的这些边缘群体已经失去了自己在原来乡土中的位置，被迫再次迁移。过度城市

化以及中国特色的户籍藩篱与社会排斥，形成了“大都市化陷阱”[3]，年轻人逃回家乡却遭遇“小

城市困境”——交流圈较小，规则制度不完善，人际关系更复杂，向上的空间更逼仄，生活方式相

对单调[4]，“小地方，要靠爹”，回到家乡反而“人生地不熟”，因此再次“逃回北上广”。

（二）阶层魔咒：“寒门”再难出“贵子”

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中，文化资本是某种形式的权力资本，比如教育文凭，它已经作为一种资

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变成新的社会分层的基础之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能够促进中下阶层

进行向上的社会流动已成为共识，然而，由此导致人们对于教育期望过高，过分扩张教育也带来了

不良后果。刘云杉指出过度教育导致“寒门难出贵子”，“扩招导致了大量新型学生及其非传统境

遇的出现”[6]，“教育的筛选功能遭遇危机，越来越多的人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而文凭作为能力识

别、身份识别以及市场交易符号，在不断膨胀中迅速贬值……穷孩子早已玩不起这场竞赛……过去

尚可待在底层，现在却要使出全身解数，投入奔跑。假如停下来，即意味着再也找不到位置，哪怕

是最底层的位置”[7]。

威利斯在《学做工》中指出，劳工子弟在部分地洞察主流文化时，也以反抗主流文化的形式选

择自己的道路。劳工阶层子女并不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而是具有文化上的创造性与能动性，即

便如此，他们仍然难以摆脱父辈的命运，继续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8]。

文化再生产理论可以解释劳工阶层子女为何以及如何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虽然农民工

子女仍然难以摆脱相似的命运，向上流动失败，重新落入下层阶级（离开“北上广”），但由于学

校具有文化再生产的功能，尤其是各类学校不仅“培养学生对统治阶级文化的认同与尊重，同时还

不断排斥被支配集团的历史、经验与梦想”，“对于一个下层子弟来说，学校的生活意味着与其家

庭、与其血肉相连的生活的断裂”[9]76。农村大学生回乡时已经无法适应原本出身的下层阶级生活，

重返“北上广”是可以理解的选择。

（三）身份困境：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

文化人类学家奥伯格提出文化冲击（突）的概念，“文化冲击（突）”指的是“由于失去了自

己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和符号，对于对方社会符号不熟悉而产生的深度心理焦虑感”。[10]15金扬提出

了文化适应理论，他认为，一个文化中的个人或群体向另一个文化学习和调整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长

期积累的过程，表现为“压力-调整-前进”的动态形式，进两步，退一步。[10]16文化冲击（突）与适

应理论还为此现象提供了积极的视角——“重返”并不一定是“逃离”，是“撤退”，也是人们主

动文化调试和适应的方式之一。

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也是青年白领“逃回北上广”的主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差序格局依

然具有强大的力量，并在小城市中被“固化”，权富二代“集体世袭”现象严重，“逃离北上广”

者作为弱势群体二代，面对权力和关系网络所形成的潜规则，无奈中只好再次“逃回北上广”[11]。

中国城市之间的最大差距，很可能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文化。这种文化不仅在于大城市拥有图书

馆、博物馆等良好的公共文化场所，更在于城市聚集了大量拥有相同文化价值认同的人群，这些为

人们提供了强大的文化辐射，让人们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免于沦陷于精神荒漠[12]。

以上理论为“逃回北上广”现象提供了部分解释：“重返北上广”现象是大都市与小城镇过分

或盲目城市化的后果之一；教育的扩张，尤其是高等教育过度化对此推波助澜；“重返北上广”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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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行动者的跨文化冲突和适应问题。然而，这些经典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与中国“重返北上广”现

象的适切性是值得考量的，这就需要更为深入的本土研究。

二、多重叙事：自我宣称与他人评价

“逃回北上广”包含三个过程：来到、离开与重返，笔者将“重返北上广”现象界定为“中下

阶层知识青年“向上-向下-再向上”的社会流动过程，并选取了农村大学生林夕（化名）为个案开

展质性研究，了解被研究者林夕的身份变化和自我宣称，揭示其个体的生命体验和意义解释，研究

框架如图一。

身份变化？

自我宣称？

身份变化？

自我宣称？

来到北上广的我 回到家乡的我 重返北上广的我

？

图一  研究框架：林夕的身份变化和自我宣称

2007年，林夕通过考研来到北京某医科大学深造；2010年，林夕硕士毕业后试图留校未果，并

因故离开北京回到山东T市人民医院工作；2012年，已在家乡工作两年的林夕因故辞职，通过考博重

新回到北京。“家乡-北京-家乡-北京”，林夕戏称这条迁徙路线为“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的屌丝逆

袭路”，从硕士到医生到博士，面对“看似光鲜的高文凭”，林夕却经历了复杂的心理过程，笔者

提取了一些本土概念，并绘制了林夕的迁徙路线图（见图二）。

图二  林夕的迁徙路线图

实现方式：     考研              找工作               考博

山东               北京               山东              北京

自我感觉：              牛逼             苦逼，傻逼

他人看法：    有出息      衣锦还乡还是落魄回乡？ 小地方留不住人才

不安分、折腾

不老不还乡

活得有尊严

妥协后的决定

自我实现+生活稳定

跳出农门

人往高处走

迁徙目的：

（权威感、尊严感

一般）

（权威感、尊严感高） （权威感、尊严感低）

林夕和他人的叙事集中在林夕的三个阶段——硕士、医生、博士，以及三个身份——文凭身

份、职业身份、情感身份的认识变化和认识差异上。

（一）文凭身份：人文价值不敌实用价值

林夕对自己文凭身份的自我宣称经历了三个阶段，这种变化反映了林夕对于“文凭”作用的认

识和反思——从实用价值到专业价值。第一阶段，林夕实现了第一次向上流动，认为文凭可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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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一步向上流动，对文凭转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持有高期待，以为考上了硕士，户口迁了，自

己便成了“北京人”。第二阶段，林夕向上流动失败，于是反向流动，林夕认识到文凭并不能转为

高经济收入、高社会地位，文凭“贬值”了。第三阶段，林夕试图再次向上流动，不过这一次林夕

不再刻意谋求文凭转化为高社会地位、高经济资本，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文凭的“专业价值”，对

自我实现的重要性。

而林夕的母亲却始终以实用价值为重——“换饭吃，换钱花”。 林母对于林夕“硕士”“博

士”身份的认识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觉得文凭具有“时效性”。文凭的主要作用就是

“换饭吃，换钱花”，认为文凭的作用就是可以交换利益，如果在一定的年龄，文凭还不能兑现成

为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便应让位给现实。30岁的人要完成结婚生子、传宗接代、赡养父母等一系

列责任，如果文凭不能转化为实际价值，高文凭的继续获取可以暂缓。因此，林母认为林夕读到

“硕士”就够了。林夕同事王某也认为，“文凭就是敲门砖，进了门，在我们这里，就要看谁的关

系硬，谁更会来事了”。

显然，对于文凭身份的认识，林夕与家人和朋友是有冲突的。经历过高等教育和都市文化熏陶

的林夕，认可文凭的独特价值，认为文凭除了可以获取现实资源，还应带来尊严感、自我实现等。

而林夕的母亲和同事认为文凭的主要作用是交换现实利益，要在一定年纪之前换成“票子、房子、

妻子、孩子”。

（二）职业身份：专业精神不敌功利主义

林夕对医生身份的解读是“专业的技术，一流的境界”，一要医术，二要医德。医术首先表现

在专业性上，要求自己“在反复实践中不断掌握，做好质量控制”，而医德“更重要的是所表现出

来的精、气、神……临床不仅仅是靠专业知识和临床技能，还需要推己及人、海纳百川、慎独自律

的圣人情怀”。即便在工作期间备受打击，情绪低落，林夕仍然提醒自己“不忘初心，要达到一心

施救，除此别无他想的纯粹境界”。

与林夕不同，林母觉得“老百姓最喜欢孩子当医生，当老师。男孩子当医生，走到哪里都不会

失业，都有人送钱，是人就会生病嘛。女孩子最好当老师，工作稳定”。林夕回到家乡当医生后，

林母更高兴了，“孩子在跟前踏实，如果他山高皇帝远，我和他爸指望不上。孩子在北京，买不起

房子，我们也帮不了忙，不如回来，生活舒服”。

林夕的同事认为人情、关系比专业重要：“在我们这种小地方的医院，关系比文凭重，人情比

技术硬”。林夕在北京医院实习的时候，虽然身份低微，尽管有关系、人情、金钱、权势的因素存

在，但在看病的专业情境上，“专业能力”就代表权威，他说话护士必须听，哪怕是后台再硬也要

让大夫三分；而在现工作单位，很多护士什么都不懂，都是走后门进来的，在这里，有钱的、有权

的、有关系的才是“老大”！林夕对此颇为失望。

对于“医生”这个职业身份，林夕非常珍视，他认可自己的专业身份和精神，并以此为豪。然

而，林母更重视医生的实用价值。在小城市，讲人情、拉关系之风更甚于大都市，有钱、有权、有

关系才是“权威”，由专业知识而确立的“知识权威”地位无法凸显，医生无法得到应有的尊重。

在对“医生”这个身份的认识上，林夕与林母及他人也是有冲突的。

（三）情感身份：责任感不敌负累感

如果说文凭身份和职业身份可以帮助林夕获得经济、政治、文化等资本，情感身份便是林夕生

活的感情依托，这些感情主要包括与家人、朋友、其他陌生人（同事和病人）的感情等，分别对应

着林夕的身为长子，身为朋友和身为社会人的身份。

身为长子，林夕背负着光宗耀祖和传宗接代的责任与冲突。要“光宗耀祖”就要“背井离

乡”，外出“读书”，但读书下来，一般人在年龄上已经少则二十五六，多则三十出头，往往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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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宗接代的责任。再加上林夕认为自己“相貌平平”，近几年“买不起楼”，结婚无望，面对父母

的催婚，他有了很大的情感压力。

身为朋友，林夕经历着“熟人”与“陌生人”的冲突。家乡“有太多熟人，但却没有朋友”。

七大姑八大姨……慢慢都变成了自己的“熟人”，林夕与这些“熟人”之间慢慢变成了礼尚往来的

“人际关系”，却没有了“朋友”，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没有了共同语言和兴趣的朋友，没有了

情感交流，林夕在情感上倍感孤独，只能在网络上发泄负面情绪。

身为社会人，林夕经历着“信任危机”，尤其是面对同事和病人。他认为，这是因为“老百姓

丧失信仰，唯利是图，缺乏信任，警惕一切，致使全社会人人自危，每个人心里都窝着一团火，导

致各行各业矛盾重重”。儿时家乡淳朴热情的待人之风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冷

漠、猜忌，几乎没有信任感。人是理性动物，也是情感动物。理性带来利益，情感带来幸福。然而

这些情感身份，并未能给林夕带来相应的幸福感，反而让他倍感疲惫和沉重。

综上所述，林某最引以为豪的文凭身份和职业身份的重要价值——专业性、人文性与当地老百

姓所珍视的价值——实用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冲突，他得不到身边人的理解与尊重，权威感和自我

成就感非常低；林某的情感身份得不到足够的慰藉，为了追寻梦想，发展自己的“专业性”，获得

尊重感和自我成就感，林夕选择了离开。

三、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的身份冲突与文化适应

林夕身份变化和自我宣称背后存在着的激烈冲突，本质上是属于文化冲突，这是林夕重返“北

上广”的主要原因，也反映了中国土地上发生着的文化冲突。

（一）新型乡土文化的产生与内部冲突

当林某兴冲冲回到家乡时，他儿时熟悉的乡土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乡土社会世俗的实用主义与城市化的拜物主义结合，形成了新功利主义；乡土社会的差

序格局与城市化的商品交换结合，强化了差序格局的利益交换，形成了人情、权力、金钱交换甚嚣

尘上的新人情文化；乡土社会的熟人文化与城市化的陌生人文化结合，导致人的信任感降低和不安

全感，而这些反过来又加剧了人们对于物质安全的过分追求。

“中国传统乡村民众就具有实用主义思维，也主导了他们对子女教育和学习的认识，他们的教

育观念呈现强烈的实用化倾向。他们对于教育的思考都是基于当下的需要，而非子女未来的生活或

者素质的提高……既不是为了博取功名，也不是为了修养德性”[13]，林母便是典型。起初，她觉

得林夕考上大学跳出“农”门是“光宗耀祖”，儿子能摆脱农民生活，她就已经感到很知足，但是后

来物价飞涨，房价居高不下，“钱越来越重要，无钱寸步难行”，林母的不安全感越来越重，所以，

她希望儿子的文凭要赶紧换成“钱、房子、媳妇”。林夕也发现家乡存在严重的“一切向钱看”的风

气，“医生首先想着怎么创收，而不是怎么为病人看病”。这些变化并不是乡土社会的原有特征，而

是城市化与乡土社会世俗文化媾和的结果。林夕的遭遇是两种文化冲突的结果，所以，并非城市化占

上风，而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与结合形成的新型乡土文化主导了林夕的行动。

（二）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的产生

《乡土中国》提到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庙堂性的，一直不是乡下人的东西。生存和保命是乡村

民众思考问题的基点，乡村民众对于教育具有实用主义的思维逻辑，即“实际和狭隘的功利主义倾

向”，然而，精英取向的高等教育往往远离功利主义的乡土生活。刘云杉认为，对一个下层子弟来

说，学校的生活意味着与其家庭、与其血肉相连的生活的一种断裂……然而这些孩子在一种虚构的

生活中真实地，同时是自我设计地成长着，顽强而生机勃勃[9]76。林夕初到北京的美好憧憬、对未来

的展望恰恰符合上述文字所描绘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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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林夕的家庭期待他用文凭换来实用价值；另一方面，精英教育已经把林夕培养成知识

分子，同时具备智识上的专业能力和精神上的批判反思能力。现代性有两大特征——专业性与反思

性，专业主义已经成为现代性的重要特征，而且成为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安身立命之本。林夕对于硕

士学历、医生身份之专业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珍视，正是基于高等教育的结果和都市文化的熏陶。

然而，尽管林夕是知识青年，但仍然出身“乡土”，天然地背负着乡土家庭的责任重担，也经

历了乡土文化的熏陶，因此，他与城市精英知识青年有着天壤之别。比如，虽然他部分脱离了功利

主义，看淡了金钱，重视文凭和职业身份的专业性、人文性，但依然内化了父母“光宗耀祖”的传

统教育价值，依然要背负“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生育观念，依然要应付乡土

社会差序格局里复杂的人情关系。

由此可见，“林夕”们已不能被笼统地归类为中下阶层知识分子，他们既不同于中上层出身的

精英知识分子，也不同于未能实现向上流动的新农民工阶层，他们属于新型乡土知识青年，既有乡

土文化的烙印，又经历了都市文化的熏陶，他们在这两种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中成长。

与传统的乡土知识分子——乡绅不同，乡绅在传统社会里既有经济优势，又有社会地位，还是

道德权威。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的处境比较尴尬，他们的社会或者文化地位较高，但经济地位和政

治地位视情况而定，且难以跻身中上阶层，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也难以成为道德权威。笔者将其

所处阶层划分如下。（见表1）

表1  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所处阶层大致划分

经济阶层（地位） 中下层

文化阶层（地位） 中上层

社会阶层（地位），比如政治阶层 中下层

对于“林夕”们的社会流动情况，仅分析水平流动（地域）和垂直流动（向上、向下）是不够

的，在中国复杂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个体所处的情境是复杂的，还要分析是哪种类型的流动。就林

夕而言，他重返“北上广”的过程中经济、文化、政治阶层的流动情况见图三。

 

图三  林夕重返“北上广”过程中的社会流动图

本科    来到北上广     硕士    离开北上广     医生   重返北上广      博士

山东                   北京                   山东                   北京

经济：下层       向上        下层      平行        中上层      向上        下层

文化：中层       向上        下层      平行         上层       向上       中上层

政治：下层       向上       中下层     平行        中下层      平行       中下层

按照布迪厄、威利斯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精英文化与劳工/乡土文化在林夕身上都有部分地再生

产，比如精英教育向林夕成功地传递了专业主义，乡土传统传递了“传宗接代、安土重迁、光宗耀

祖”等观念。然而，在多元文化和个人能动性、反思性增强的社会背景下，两位社会学家的理论略

显悲观。在中国社会变迁背景下，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等多元文化并存，网络传媒的

发达促进了信息的广泛传播，使得文化生产已从封闭的学校转移到了社会各个阵地，自由、平等、

民主等字眼深入人心且正逐步变为可能，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单一、封闭地在某人身上再生产，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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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选择的机会和结果都存在丰富的可能性，这也是林夕可以不断地往返“北上广”的原因之一。

（三）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安土重迁”与“背井离乡”的冲突

自古以来，农民子弟要“跃龙门”便要背井离乡、进京赶考，以跳出“农”门为荣，“朝为

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外出”是无法“衣锦还乡”的。这种传统观念鼓励的是背井离乡的文

化，表现在林夕身上，便是“学而优则仕”“跳出农门”，成为“人上人”和“到天子脚下，吃国

库粮”等传统教育观念仍然存在。然而，中国文化又重视安土重迁，这种传统在现代表现为对“房

产”的重视，“安家置业”使“安土”变成了“安房”，无形中也推高了房价。

那么，这两种文化是否矛盾呢？中国文化的这种内部冲突统一或解决于“光宗耀祖、衣锦还

乡”的家族使命中。林夕母亲让他外出学习，获得“光宗耀祖”的资本，带着这种可以交换实际利

益的“荣光”回到家里，置产置业，并让整个家族“沾光”。“背井离乡”是过程、是途径，“安

土重迁”是使命、是目的，两者不是路径的不同，而是工具和结果的区别。

卢作孚认为“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的第一生活，亲戚邻里朋友是第二社会生活。你须为它增加财

富，你须为它提高地位。不但你的家庭这样仰望于你，社会众人也是以你的家庭兴败为奖惩。最好

是你能兴家，其次是能管家，最叹息的是不幸而败家”[14]，如果“安家立业”“娶妻生子”的目

的达不到，衣锦还乡的“荣光”也就黯淡了很多，这也是为什么林夕母亲反对林夕再次入京的原

因，林夕读博士只会大大延缓“安土重迁”的节奏，目的达不到，“背井离乡”（途径）也就没

有必要了。

不过，现实状况是现代人一旦背井离乡，便退无可退。现在农村青年一旦考入大学便失去了土

地，“退无可退”，已无法“安土”，成为必须买房置产的一类人，经济压力相应增加，随之，经

济阶层的向上流动也变得相对困难，这也是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与古代乡绅的重要区别之一。

四、结论：犬儒式乐观主义的文化适应

林夕将自己的迁徙路概括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屌丝逆袭路”。“屌丝”“屌丝逆袭”的

词语并非林夕的独创，是中下阶层“70后”“80后”青年的自我解嘲、自我宽慰、自我戏谑的网络

流行话语。与威利斯笔下严肃而悲观地进行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劳工子弟不同，林夕们不仅用这种

戏谑的话语嘲讽和反对主流文化，也在这种宽慰中实现着行为上的“不断逆袭”。从奔向到离开再

到重返“北上广”，林夕受他人观念的影响和干扰越来越少，重返“北上广”是他的主动选择，这

并非一种“逃”，而是主动的文化适应，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犬儒式的乐观主义”。犬儒主义指的是通过幽默或厌倦尘世的方式抑

制情绪上焦虑的模式，看似是悲观的，其实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大众智慧。林夕经过了纠结、矛

盾，在30岁选择重回学校，信念的支撑其实是对自我和未来的“乐观主义”，林夕写道：“在这个

信仰丧失，道德沦丧，举世浮躁的年代，我们不缺少思接千里眼界开阔无所不知的思考者和聒噪

者，缺乏的是一根筋的许三多式的执着者。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坚持到底，不忘

初衷，咬定牙关不放松。”因此，林夕的重返不是“逃”，而是积极的文化适应。

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出结论如下：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复杂背景下，林夕重返“北上广”的原因

主要是都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冲突与结合产生的“新型乡土文化”。林夕作为“新生代乡土知识青

年”，经历了新型乡土文化的内部冲突（如新功利主义、新人情文化、信任感降低等），经历了乡

土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冲突（如实用主义与专业主义的冲突等），经历了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安土重

迁”与“背井离乡”的冲突，这些使之自尊感和自我成就感大为受挫。但是为了自我实现的目的，

他们以“屌丝逆袭”的犬儒式乐观主义，通过获取文凭的方式在文化阶层上实现了再次向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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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北上广”并非简单的向上或向下流动，也绝非简单的文化再生产，对他们流动类型的

分析要考虑经济、文化、政治等具体层面，同时也要考虑个人的能动性。他们经历了复杂的文化冲

突，有过悲观消极的时刻，也有积极的文化适应行为，不能一概而论，故也就不能用“逃”一个字

来概括所有的“林夕”们。

卢梭称“人生而自由，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特拉克尔也有“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的名

言，都暗含人的本质之一就是“无家可归”，只有人在旅途，才能够寻找和发现自我。离开，可能

是一种消极的精神流放，也可能是一种主动的精神开拓。具有批判反思精神的知识分子，就是折腾

的、就是狂狷的，因为只有远离俗世，才能保持这种批判思维和精神乐趣。正如刘云杉所论，知识

分子“有‘游于艺’的精神和戏谑气质……有恪守知识的操守，一定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

是’，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近乎宗教奉侍的精神……是一个永远把答案

变成问题的人”。[9]217林夕就具有这些特征。

现实的磨难让“林夕”们在肉体和灵魂上流离失所，失意的人生也可能造就他们更深刻的洞

察力和深切的同情心，在生命体验和思想感悟的深度上超越一部分人。林夕作为新生代乡土知识青

年，尽管观念上突破不了传统文化的桎梏，但已经在一定的限度上超越了功利主义，培育了向生命

最高理想迈进的自由、审美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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